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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瓦克的招待：
教育援助中庶民的双重脆弱及其改写

虞嘉琦

　 　 摘　 要： 在斯皮瓦克看来， 庶民大体可以被描述为“不能自由社会移动的人”“社会移动路

径断绝的人”。 具体而言， 作为教育援助对象的庶民， 具备双重的脆弱性。 一方面， 摆在庶民

面前的环境障碍、 历史障碍、 话语障碍， 体现出庶民的“状态脆弱性”。 为了使某一情境下特

定的庶民个体或群体脱离庶民状态， 立足于“主体效果”的斯皮瓦克采取了葛兰西的进路， 即

通过高质量的教育来帮助庶民获得脱离庶民状态的能力。 另一方面， 不对称的听说关系与悄

然现身的认知暴力又反映出教育援助中庶民的“关系脆弱性”。 教育援助者作为倾听者与阅读

者， 掌握着言说与表征被教育者的权力， 在生产关于庶民的知识的同时， 又积极从事根据被

生产的知识， 改造庶民认知的计划。 对多种障碍的抵抗却又有可能反映出认知暴力， 教育援

助的困难性正在于此。 从“庶民”这一视角出发， 教育援助可以被理解为教育者对作为文本的

被教育者的重新改写。 如同翻译， 重新改写是能动的暴力。 斯皮瓦克所面对的问题是： 如何

正当地活用教育援助， 以助力庶民主体地摆脱双重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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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援助中的被教育者应该被如何理解”①这一问题， 始终没有受到教育援助研究者的重视。 在

教育援助研究领域， 研究者因为害怕教育哲学成为教育援助从事者的先入之见， 进而引发理论对实践

的肆意指导与对被教育者具体状况的忽视， 因而以教育的整体且根源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哲学被有

意识地排除在教育援助之外。［１］诚然， 这种排除确实可以防止不适当地应用教育思想， 但它的危害也十

分显著， 即教育援助中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被无批判地忽视了。 被教育者的特性问题便是一例。 该如何

整体描述所有教育援助中的被教育者， 这一被教育者的特性问题该由教育哲学来回答。 被教育者当然

可以是尚未受教育的肯尼亚儿童。 但像这样的关于被教育者的具体描绘， 并没有言及被教育者的特性。
换言之， 具体的描述关注的是“什么是被教育者” （外延）， 而哲学的追问探讨的是“被教育者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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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被教育者的特性问题作为教育援助领域中的根源性问题， 关乎整个教育援助的开展。 对被教育者

有什么样的理解， 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援助。 而且追问被教育者特性的教育哲学还具有防御的效果。 比

如， 丸山恭司认为从“他者”这一视角来理解儿童与学习者可以防止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肆意侵害。［２］同

理， 揭示教育援助中被教育者的特性， 也有助于教育援助的从事者真正保护被教育者。
作为教育援助的基础理论， 可行能力进路（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率先探讨了教育援助中被教育者的

特性。 在努斯鲍姆（Ｎｕｓｓｂａｕｍ Ｍ． Ｃ．）看来， 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员， 被教育者与教育者一样， 是与教

育者相同的主体。 两者之间虽然存在文化差异， 但在最低限度的可行能力这一点上却是平等的。［３］ 教育

者有责任通过包括教育援助在内的各种方式， 帮助那些尚未获得最低限度可行能力的被教育者。 教育

援助的研究者大体认同“被教育者是与教育者一样的主体”这一判断。
桥本宪幸重视可行能力进路对教育援助的支持效果， 但在他看来， 可行能力进路没有注意到两者

间的非对称关系。 对被教育者的理解必须以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非对称关系为依据。 教育者事实上控

制着整个教育过程。 因此， 为了防止教育者无视自己的地位， 从事教育援助的人有必要伦理地处理他

与被教育者的关系。 桥本宪幸这一基于后殖民主义的洞察颇具借鉴意义。 但遗憾的是非对称关系进一

步被理解为“援助者可以离开被援助地区， 而被援助者无法离开被援助地区” ［４］。 这种理解显然受到了

援助理论的影响， 但它有将复杂关系简单化的倾向。 被教育者被理解为不能离开被援助地区的人， 这

依然停留在援助层面。 然而被教育者不仅是受到援助的人， 而且是受到教育的人。 对被教育者的理解

应该同时考虑援助关系与教育关系。
为了具体地回答“教育援助中的被教育者应该如何被理解”这一问题， 本文聚焦于斯皮瓦克（Ｓｐｉｖａｋ

Ｇ． Ｃ．）———综合了教育哲学视角与教育援助视角的斯皮瓦克———不仅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 而且是教育

援助的从事者。 在理论层面， 她以解构主义的方式揭示出无法移动的庶民（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的失语状态及其社

会机制； 在实践层面， 她致力于使庶民摆脱庶民状态的教育援助。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斯皮瓦克作为第二十

八届京都奖获得者之一， 赴日本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讲演。 在题为《多数之声》（『いくつもの声』）的获奖

感言中， 她宣称自己已经在西孟加拉邦的乡村从事教育 ３０ 年。［５］２３在更早的讲座上， 她将这一全球范围

的教育实践描述成“一对一式的努力”， 并认为这才是其“真正的训练场所”。［６］ 也正是在这种意图的影

响下， 她造访了位于中国云南的偏远乡村学校 ［７］９７－１０４， 与那里的教师和学生交流对话， 并由此展开了

长达十几年的教育援助。① 为了应对教育援助这一试炼， 她不得不经常奔走于世界各地， 以发现适合于

此种情景的“教育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８］１６１不过正如她所言， 这种理论的创造非常难， 因为

它所面对的是千年以来常被社会构造提前排除在外的庶民。

一、 庶民及其脆弱特性

在教育援助中， 援助者虽然善意地希望通过自己对被援助者的教育来帮助其改变生活， 但由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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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４ 年， 在与女性主义学者塔尼·巴洛（Ｔａｎｉ Ｅ． Ｂａｒｌｏｗ）的访谈中， 斯皮瓦克谈到了她的云南之行。 她应西双版

纳教育学院（现改名为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之邀， 以个人身份两次出访位于云南东北部的乌蒙乡， 并考察了

那里的弱势儿童教育现状。 在此之前， 她从未到过中国。 在此之后， 她又多次造访云南，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担任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一带一路”沿线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的主任。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２３ 日， 该中心在

斯皮瓦克的主持下召开了题为“我们共同协作下的未来”（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ｒ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助者与被援助者之间非对称关系的影响， 被援助者很可能在接受教育的同时， 丧失自己的选择自主性，
成为无法言说的庶民。 而斯皮瓦克的“教育哲学”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其始终以庶民为教育的对象， 并以

帮助庶民摆脱庶民状态为目的。 可以说， 这种承认援助者与被援助者之间不对称关系的“教育哲学”始
终围绕庶民。

（一）庶民的意涵

“庶民”这一概念是斯皮瓦克思想中的核心概念， 也是其用以防止在传统政治斗争与民族独立运动

当中常被使用的“被殖民者”“女性”“劳动者”等用语本质化、 僵直化、 标签化倾向的概念装置。 传统的

斗争语言已经被滥用。 它们试图赋予被剥夺力量的个体与群体以固定的身份与普遍的本质， 但现实远

比理论复杂。 而“庶民”这一不常用的语言则强迫阅读者跳出已经惯常化的概念理解， 回返到文本的文

脉当中， 按照作者的说明来重新理解那正在被描述的对象。
从思想来源上看， 斯皮瓦克的“庶民”概念受到 ２０ 世纪初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

（Ｇｒａｍｓｃｉ Ａ．）与由印度当代历史学家组成的庶民学派的影响。［９］４８“庶民”这一用语原本只是表示英国军

队下级将校的习惯性用语， 但葛兰西创造性地使用了它。 １９２８ 年， 身为议会议员的葛兰西被墨索里尼

的法西斯政权下令逮捕。 为了躲避针对书信等文字的审查制度， “他不得不把马克思主义叫作一元论，
把劳动阶级唤作庶民” ［１０］ １４１。 这种故意的误用拓宽了“庶民”这一用语本身的意涵， 使其能够代指“从
属者”“成为手段者”“不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集团与阶级”“意大利南部的贫农”。 因此， 斯皮瓦克说： “葛
兰西用这一术语指代那些从国家与共同体中被切离的人们。” ［５］３３

随后进一步发展“庶民”这一概念的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印度庶民学派的历史学家们。 庶民研

究是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精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中出现的。 在这些历史学家看

来， 发动并参与抵抗的庶民的主体性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他们的意识被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肆意

地描绘。 在殖民时代， 庶民的历史由英国殖民统治阶级的档案记载； 在后殖民时代， 庶民的活动需要

通过民族精英来书写。 但无论是在哪个时代， 庶民都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标准来被架构， 他们成为

维护精英政权合法性的道具。 于是庶民的自主性与反抗性不是被遮蔽就是被扭曲， 他们没有自己的声

音。［１１］换言之， 庶民学派的“庶民”是被忽视的抵抗主体， 也即是“劳动阶级”“不可触民”。
斯皮瓦克继承了上述两种对庶民的理解。 在她看来， 庶民大体上可以被描述为“不能自由社会移动

的人（ｓｏｍｅｏｎｅ ｗｈｏ ｈａｓ ｎ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社会的移動のラインから切り離された人） ［７］６２、
“社会移动路径断绝的人” ［５］１０１。 一方面， 这种描述指摘出了庶民的基本特征， 从而防止“庶民”这一用

语被误解为生活在第一世界中居于边缘位置但试图向上移动的移民。［１２］从未失去移动权的移民妄图将自

身界定为庶民而实现向上流动， 与此同时真正的庶民被这种粗鄙的代表与表象所淹没。 另一方面， 这

种理解也强制要求人们从关系的角度去具体地思考庶民的移动， 从而避免庶民被简单本质化为无法言

说的个体或群体。 人是否在进行社会移动只能在社会中被观察， 人是否丧失移动路径也只有根据相互

关系的比较才能获悉。 研究者一般认为庶民是无法言说的群体， 斯皮瓦克明确否认这一点。 她请读者

注意： 当她在说“庶民无法言说”时， 实际上是在说“这个［布巴内斯瓦丽·芭杜莉①（ Ｂｈｕｖａｎｅｓｗａ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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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巴内斯瓦丽·芭杜莉是斯皮瓦克祖母的姐姐。 她以在月经期间自杀的方式重写了有关萨提自杀的社会文本，
因为社会不允许神圣的萨提与不洁的月经有任何关联。 但她的死被简单地归因为长期未嫁为人妻而患上的抑郁

症， 这次抵抗依然以失败告终。 （《后殖民理性批判》一书的翻译参考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出版的严蓓雯版与群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出版的张君玫版。）



Ｂｈａｄｕｒｉ）］庶民无法言说”（Ｔｈｅ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１３］但人们由于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 习惯

于不根据具体的文脉来理解用语， 于是一个文脉依存的句子普遍化为超时空的判断。 她要求人们关注

的不是“庶民不会说话”这一现象， 而是“为什么庶民不会说话”这一问题。 前者强调判断庶民身份的标

准， 后者关注庶民与社会的关系。 正如斯皮瓦克所言， 不是庶民无法言说， 而是因为社会缺乏倾听的

机制， 因而他们的发言无法被社会听到。［１４］２９２

总之， 斯皮瓦克非常喜欢使用与其被放置场所相适应的“庶民”这一用语， 因为用语的暧昧性确保

了用语的有用性， 即强调异质性的它不会被主流话语体系所收编。［１０］１４１“庶民”既不是“被殖民者” “女
性”“劳动者”， 也不是“移民”， 而是即使抵抗也会因为缺乏社会基础而不被认为是抵抗的人。

（二）庶民遭遇的障碍

除了将“庶民”理解为无法进行社会流动的个人或群体之外， 斯皮瓦克实际上还将“庶民”当成庶民

个体或群体需要摆脱的状态， 因此她才会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构筑使庶民不停留在庶民状态的结

构。［１５］９９－１００换言之， 斯皮瓦克的任务并不止于发现庶民， 她还试图通过行动使庶民获得变更身份的路

径， 从而摆脱无法自由流动的状态。
具体而言， 庶民正面对着三重障碍。 这些障碍反映出庶民的“脆弱性”（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６］８８。
第一， 庶民不得不直面环境障碍。 环境障碍是指庶民通常生活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不佳的状况

下。 在自然环境方面， 庶民一般生活在交通闭塞的不发达地区。 譬如斯皮瓦克到访的乌蒙虽然只距昆

明 １５１ 公里， 但由于道路泥泞， 山路崎岖， 斯皮瓦克却坐了 １１ 个小时的汽车才到达。［７］９８在社会环境方

面， 庶民往往既没有许多财产， 也没有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被排

除状况。①

第二， 庶民不得不处理历史障碍。 环境障碍是对庶民当前所处环境的静态描述， 而历史障碍则试

图反映庶民之所以无法言说的历史原因。 庶民具备历史性， 即其是历史中人类行为与制度的结果。 庶

民及其形成必须被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进行理解。 比如作为庶民的不可接触者（ｄａｌｉｔ）的产生， 就可以

归因于印度教传统中的种姓制度。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来取缔种姓制度， 但已经深深影

响人们日常行为与社会心理的种姓制度却不会立即消失， 作为神之弃民的不可触民依然被视为不洁。
斯皮瓦克特别警惕这种历史的惯性。 “为庶民而工作”的她知道只要她稍有懈怠， 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

将很快取代她的教育成果。［１７］９０

第三， 庶民不得不应对话语障碍。 话语并不单指言语表达， 而是关涉制度及权力。 它是在反映现

实的同时也创造现实制度的权力网络。 与描述当下的环境障碍及追溯过去的历史障碍不同， 话语障碍

侧重于如何理解与界定现在与过去。 如果说当前的问题为 Ａ， 那么将来的目标就是－Ａ。 比如“教育质量

低”是行为者发现的问题， 那么“教育质量不低”（教育质量高）就成为将要设法达成的目标。 但把什么

看成问题这一活动本身却受话语的影响。 习惯于种姓制度或支配关系的行为者， 并不会把种姓制度或

支配关系理解为不正义的剥削与压迫。 在这里， 至少存在两种话语， 即支持维持现状的既有话语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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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斯皮瓦克受西双版纳教育学院邀请， 但她实际走访的并非西双版纳， 而是昆明下辖的一个乡， 即乌蒙乡。
乌蒙地处轿子山西麓， 全乡面积 １７５ 平方千米， 平均海拔约 ２ ５００ 米。 根据 ２０１７ 年《禄劝年鉴》记载， 该乡 ２０１６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３ ９８０ 元， 只占 ２０１６ 年全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１２ ３６３ ４ 元）的 ３２％。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笔者也坐了 ８ 小时的巴士造访了乌蒙乡。 与十几年前斯皮瓦克的体验相似， 乌蒙依然处于交通闭塞的群山

之中。



求改变的革新话语。 并且在多数情况下， 要求变革的话语并不只有一种。 而对斯皮瓦克而言， 问题在

于庶民并不掌握话语权。 常见的形式是， 变革的发起人创造了一种理解当下情境的话语， 紧接着这一

预言着改革方向的话语， 通过动员与媒体等方式被庶民所习得。 比如对于第三世界而言， “发展”是对

当前现状的改变， 但“发展是什么”这一话语的创造者与决定者却出自第一世界。［１８］１２－１５“发展”可以是经

济增长， 也可以是民主改革， 还可以是教育推进。 在强有力的话语面前， 庶民是理解话语的主体， 而

不是创造话语的主体。

二、 脱离庶民态与教育

摆在庶民面前的“三座大山”， 即环境障碍、 历史障碍、 话语障碍， 体现出庶民的“状态脆弱性”。
庶民不跨越这些障碍， 就无法获得跨越社会中已经存在的种种不公正边界的机会。 为了使某一情境下

特定的庶民个体或群体脱离庶民状态， 立足于“主体效果”（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的斯皮瓦克采取了葛兰西的进

路， 即通过高质量的教育来帮助庶民获得脱离庶民状态的能力。
（一）主体效果取向

脱离庶民状态的实质在于庶民主体地根据当前的情境来进行理论的探究与实践的展开。 庶民不是

在接受外来理论之后将理论应用于现实， 而是在现实的实践场景中主体地创造并使用理论。 作为主体

的他， 有能力理解与应用面前各种各样的话语。 此时， 庶民表现出“主体效果”。
斯皮瓦克拒绝将主体还原为一种实体。 她试图以解构的方式发现其效果性。［１６］６９“主体效果”意味着

“看起来起主体作用的因素也许是巨大且断裂的网络的组成部分（一般意义上的‘文本’）， 这个网络的

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政治、 意识形态、 经济、 历史、 性、 语言等等” ［１４］２１３。 “主体效果”这一概念要求将

主体理解为一个被书写的文本。 在她看来， “主体是什么”这种探讨主体内涵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因

为这种提问方式试图通过还原的方式追问主体的本质， 但主体本身并没有普遍而绝对的规定性。 主体

无非是一种效果， 一种在当下环境中体现出的适应状态， 因而它是异质的、 暂时的、 踪迹式的。
除了“反映出主体的效果”和“把主体看成效果”之外， “主体效果”这一概念还强调教育要始终立足

于“主体效果”生成。 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把被教育者按照原有的设定培养成为援助者想象中的“主体”，
也不是根据虚设的“主体形象”（即主体应该是怎样的）赋予庶民以能力， 而是帮助庶民主体地追寻与当

前天地系统相适切的效果。 斯皮瓦克认为恰恰是因为没有重视“庶民的主体性” （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会以失败告终。［７］１１６恶质的代理者攫取了诉说的权力， 而真正的弱势群

体却在被尊为“主体”的同时失去了自主言说的可能性。
（二）想象力的复权

在被多重话语的拉扯中， 庶民自身的想象力①被扑灭了 ［１５］１０３， 于是他 ／她成为不会想象的存在。 这

种现象在西方国家的教育援助中非常常见。 试图阐释真理的西方代表者始终掌握着文化领导霸权，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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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将“想象力”定义为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 普通人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与世界

历史的关系。 而具备社会学想象力的人则有能力在理解历史景观的同时， 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个体的内在生命

与外在生涯的意义。 社会学的想象力帮助我们把握历史与人生之间的关系。 借助想象力， 人们获得了新的思维

方式， 经历了价值重估。 在庶民具体的历史分析这一点上， 斯皮瓦克对想象力的理解与此类似。 但她更加强调

想象力对意识形态的反抗功能。



们决定依据什么来拯救庶民。 “新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新的和老的解殖国家不可能摆脱一个‘新自由

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官方限制， 这个体系以发展的、 现在叫做‘可持续发展’的名义清除了摆在它与弱

国经济之间的所有障碍， 严重损坏了建立社会重新分配系统的任何可能性。” ［１９］ 庶民不仅无法参与到话

语的对话中， 而且被牵引着接受被西方代表者认可的真理。 “可持续发展”被西方社会公认为是发展的

最好方式， 于是寓居于发展中国家的庶民也按照“可持续发展”附带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来思考摆在

面前的发展问题。 尽管西方代表者的说法是“给予庶民以工具”， 但这种工具实质上式微了庶民自己思

考发展的机会进而趋于顺应大势。
长期任由援助者代表与表象庶民的最终结果是庶民想象力的被抹除。 庶民只是信息的接受者， 他

被告知什么是好的， 并因此获得资源来发展朝向该“好”的能力。 换言之， 无法“说话”的庶民正被强制

着改变感知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 正是这一现实让斯皮瓦克开始关注教育。［１８］４１４

庶民无法言说， 因而必须被知识分子代表。 斯皮瓦克认为如果人们把她的观点概括为此， 这是对

她最大的误解。［１２］因为她非常强调关心庶民的人真正要做的还是让庶民自己发声。 对代表者而言， 准确

地认识庶民是其核心问题， 而对于以庶民的发声为目的的人而言， 助成庶民的想象力才是其关键。 代

表者忽视了庶民试图自己成为有机知识分子（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①的努力 ［１４］２９２， 而教育的作用就在于

帮助庶民成为具有批判力与想象力的、 可以参与公共讨论的人。 但现实的教育援助只停留在数量的增

加， 即扩大受教育权上， 而对教育的质量有所忽视。 为了庶民能够进入公共领域， 成为可以被社会听

到的个人或群体， 斯皮瓦克要求从质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教育。 她的总体思路是： 通过好的教育来培养

能够解决问题的人［５］４０， 进而引发持久的政治变革以创造出能保障庶民移动路径的社会。［７］２４

（三）葛兰西的进路

在“生成主体效果”与“重视教育质量”这两方面， 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斯皮瓦克与葛兰西的进路是

相通的。［５］３５在《狱中札记》中， 葛兰西批评了当时注重职业技能的教育， 强调公立教育应该以培养基本

价值、 智识自律和精神独立为目的。 各种职业学校的增加只能起到为社会提供劳动力的作用， 无法实

质性地缩小社会各阶层间的差别。 而重视人文教育的学校则在与社会不公平作斗争。 通过接受高质量

的人文教育， 无产阶级被引入真实的国家与市民社会。 他们获得了参与脑力劳动的机会与能力。［２０］

只有“主体效果”的生成才能保证庶民掌握主导权。 为了有能力创造出适合自己的另一种可能性，
庶民的想象力必须被训练。 斯皮瓦克认为教育绝对不是简单的读写算能力的培养， 也不是通过记诵、
默写等方式来传递知识。 教育援助必须为被援助者提供高质量的人文教育。 而当她强调这一点时，
她也就选择了与葛兰西一样的道路 ［１８］２９－３０， 即为庶民提供高质量的人文教育， 以便其能根据自身的

独立精神与自律智识， 跨越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各种界限， 比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公共空间与私

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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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机知识分子是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的一个概念。 在葛兰西看来， 传统知识分子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 凭借

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 传统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旧政治社会中充当官

吏、 行使“强制”职能的少数人； 二是在旧市民社会中， 活动的广大知识分子。 而有机知识分子则是指在理论与

实践统一的意义上， 能够对于群众实践活动提出的原则和问题加以研究并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从而与这

些群众组成一个文化和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 换言之， 有机知识分子一方面持续地对统治阶级的暴力进行批

判； 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群众的启蒙事业。



三、 教育关系下的庶民

正如上文所说， 斯皮瓦克强调将庶民理解为“主体效果”的重要性。 庶民必须被理解为被社会历史地

书写的文本。 “主体被囚于意识形态或历史生产的文本性内部。” ［１０］２８“主体自身是社会－政治的、 政治－

经济的、 心理－性的更加庞大构造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要素是不连续的（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人们很难把一

个要素简便地翻译为另一个要素。 一切事物作为正在反映一种存在与不在的织物的言说被组织。” ［１０］５１

总而言之， 主体是其社会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 为了把庶民视为主体并尊重庶民的主体地位， 教育援

助的从事者就不得不去探究生产庶民的各种相互独立的构造。
如果说环境障碍、 历史障碍与话语障碍反映的是庶民的“状态脆弱性”的话， 那么接下来将要谈到

的听说关系与认知暴力（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就是在作为援助的教育活动中， 不能回避的“关系脆弱性”。
教育援助的首要任务可以被界定为“使被教育者成为主体”。 但即使如此， 援助者也不得不思考援助对

象的特殊性。 由于忽视了“主体效果”这一概念， 因而虽然援助对象被视为应该得到援助者尊重的他者，
但这里的他者始终是抽象的。 然而他者并非是能被用作“宣传口号”的普遍抽象概念， 而是在不同的存

在环境中呈现出其特殊性的个体或群体。 如果用斯皮瓦克的用语来概括， 援助关系下的他者首先表现

为庶民。 尽管庶民的具体特点只能在具体的环境下才能被描述，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那就是庶民是脆

弱的。 他（们）不但生活在力量不对称的关系之中， 极易受到话语的影响， 而且自身还无法有效地让对

方虚心听取自己的声音。 庶民不应该只是教育援助者谈论的对象。 因为无论承认他（们）的主体地位与

否， 当援助者认为庶民拥有主体性时， “承认”与“认为”本身就表现出双方力量的不均衡与庶民的劣势

地位。①

（一）听说关系

援助者与被援助者处在听说 ／读写关系之中。 正如斯皮瓦克在《庶民可以言说吗》（Ｃａ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Ｓｐｅａｋ？）一文中指摘出的那样， 庶民并非是不能言说的存在， 而是其言说由于缺乏倾听者而无法进入社

会公共的讨论空间。 表面上看， 庶民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实际上是倾听者没有能力听到庶民

发出的声音。 对于援助者而言， 庶民作为被援助者之所以是脆弱的， 是因为援助者作为倾听者与阅读

者掌握解释庶民的话语权。
在以自我为指向的生活常规和思维定式中， 他者的意思往往难以获得立足之地， 这就是所谓的“自

我的独裁”。 代表者没有重视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境遇， 过于自信地认为他们可以替庶民说话。 但这一

没有经过反思的前设却使得庶民即使自己发声， 援助者也没有听到他们的言说。 于是庶民的抵抗被无

视了。［２１］

试以斯皮瓦克所举的萨提（ｓａｔｉ， 寡妇自焚殉死）为例。 一方面， 庶民（寡妇）的敌人是已经在社会上

占据优势的地方有权者。 他们掌握着说明庶民行为意义的解释权、 判断庶民行为是否符合标准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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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承认”“尊重”“赞成”等行为的主体总是援助者与教育者。 “尊重差异”与“允许他者保留自己的差异”， 这是两

种对待他者的不同态度。 与此类似， “拥抱共存”与“赞成共存”也不相同。 “允许”与“赞成”行为本身就暗示主

体与他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 有允许就有不允许， 有赞成就有不赞成。 判断标准在主体手中。 笔者所担心的是

后者体现出的潜在暴力。



权、 安排庶民接下来该做什么的决定权。 他们借助古印度经典《梨俱吠陀》（Ｒｇｖｅｄａ）来论证寡妇自焚是

体现印度精神与妇女主体性的自主行为。 另一方面， 白人男性作为初来乍到的有权者， 需要通过重新

解释即往风俗习惯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权力。 这种重新解释并不仅是人为造就的矛盾， 而且是自然而

然产生的文化冲突。 在他们看来， 寡妇殉死是落后的传统陋习。 它无视妇女的生命， 以一种逼迫的方

式轻慢了人的尊严。 于是萨提被远道而来的白人殖民者明令禁止“白人正在从褐色男人那里搭救褐色女

人”出现了。［１３］２８４

但在这种“白人”与“褐色男人”之间， “褐色女人”去哪儿了呢？ 被代表的她们无法说出自己的想

法， 只能任由代表者代表他们说话。 她们被安置在“生”与“死”之间、 “西方”与“东方”之间、 “现代”与
“传统”之间、 “先进”与“落后”之间。 白人以解救者自居， 但他们常常有一种对起源①的怀旧， 即试图

在反对旧有知识的过程中生产出一种非暴力的真理。 而正是在这种“我对－你错”的二元对立中， 解救者

也渐渐变成了压迫者的共谋犯。 他变成了代表权力的拥有者、 旧有知识的批评者， 但同时这也使得庶

民失去了自己发声的可能性， 成为只能被代表的人。
“书写是一个位置， 其中的编织者缺席， 这从结构上是必要的。 阅读是一种立场， 我（或我们中的

一群人， 我与他们共享一个身份标签）使这个匿名的网络成为我自己的， 即使我发现它是我作为我们中

的一员存在的保证。” ［１７］５８在这里， 斯皮瓦克提起的是在我们倾听（阅读）庶民的话语（文本）时的言说者

（阅读者）的位置问题。 “褐色女人”是不在场却正在被“白人”与“褐色男人”阅读的复杂文本。 无论是

“白人”还是“褐色男人”都没有意识到自身与“褐色女人”的“主体效果”。 在听说关系或读写关系中， 倾

听者与阅读者有解释文本的主导权。 他们对庶民的说明与代表总是基于自身的立场， 但这一点却又常

常被庶民的代表者所忽视。 庶民的代表者不认为自己的代表反映出自我的立场。 为了防止代表者对自

身发言者位置与被援助者位置的忽视， 斯皮瓦克强调“我们必须思考它们（我们）是如何被书写的， 而不

是简单地将它们的伪装解读为历史的说明” ［１７］５８。 否则阅读与倾听的结果无非只是阅读者与倾听者自我

的镜像， 通过阅读与倾听塑造了一个想象出来的他者形象， 并认定这是符合现实的真理。 此时， 所谓

的“他者”是自我的投射， 是被肆意建构的对象， 是确证自我优越性的工具。
（二）认知暴力

“认知暴力最明显的可见例证， 还是那把殖民地主体建构为大写他者的计划， 这是一个从远方遥

控， 涉及广泛与充满异质性的计划。” ［１３］２６６教育援助直接与这种旨在认识与塑造被教育者认知的暴力相

关涉。 拥有认知暴力的行动者在生产关于他者的知识的同时， 也积极从事根据被生产的知识改造他者

认知的计划。 在这个意义上， 表现为“生产关于庶民的认知”与“改造庶民的脑中认知”的认知暴力可以

被理解为以生产被殖民主体或者被压迫者为目的的力量。
“在这一虚构的英国， 她（伯莎·梅森）必须扮演她的角色， 上演她的‘自我’如何变成那个虚构的

他者， 必须一把火烧了房子， 烧了自己， 这样简·爱就可以成为英国小说里的女性主义个人主义的女

主人公。 我必须将此理解为帝国主义普遍认知暴力的一个寓言， 对自我牺牲的殖民地主体的建

构。” ［１３］１２７斯皮瓦克通过分析《简·爱》中幽灵一般的伯莎·梅森来说明认知暴力。 伯莎·梅森与罗切斯

特之间的关系是“愚昧与启蒙”的关系。 作为伯莎·梅森的丈夫， 罗切斯特试图改造被囚禁在三楼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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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赛义德看来， 起源（ｏｒｉｇｉｎ）与起点（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是不同的。 前者是逻辑意义上的开始， 后者是时间意义上的始

发。 对前者的追求难免带有本质主义倾向， 而就使得其不自觉地忽视了历史性与社会性。



中宛若野兽的妻子。 所有关于伯莎·梅森的知识都由怀有善意的罗切斯特来生产。 那个“阁楼上的女

人”（Ｔｈｅ Ｍａｄｗｏ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ｃ）①不仅以嫁妆的形式赠予罗切斯特大量资产， 而且最后通过自杀， 促成

了罗切斯特与简·爱的婚姻。 罗切斯特不用背负重婚罪。 这个被视为野兽的女人的死亡是那对相爱的

文明人自由婚姻的开始。 然而对小说的推进起关键作用的伯莎·梅森却始终是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的幽灵。
根据以上斯皮瓦克对《简·爱》的独到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认知暴力以将他者改造成为类我

存在为目的； 认知暴力以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为基础； 认知暴力以自我对他者生产的知识为参照。
强者有能力创造以改变弱者的认知为目的的环境。 这是一个事实判断， 与强者是否怀有善意无关。 类

似于生病了就要接受治疗， 改造他者的冲动潜藏在握有权力的强者心中。 根据强者以自身为范例形成

的知识， 弱者被判定为强者神圣教化使命的改造对象。 改造活动的终点是把弱者变为服务强者并与强

者类似的存在。 之所以说是“类似”， 是因为在改造关系中， 改造无论如何成功， 弱者都不能获得与

“我”（强者）相同的地位。 “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贯串改造的始末。 认知被改造了的弱者永远也不

能变为改造弱者认知的强者。
另外， 认知暴力之所以是暴力， 不仅在于殖民时代它成为殖民扩张的共谋者， 更在于帝国主义“文

明化”的神圣使命使得其他异质文化逐渐走向边缘。② 在启蒙关系中， 担负启蒙任务的启蒙者永远在告

诫那些正在被教化的野蛮人： 你所拥有的文化是落后的。 于是“启蒙”也就是“断根”， 以至于被殖民主

体在脱殖民之后， 也再难找回那曾经被启蒙者唾弃的自己的文化之根。 既不是“启蒙者”也不是“野蛮

人”的他永久地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表达能力， 丧失了自我建构、 自我演化发展的文化根基， 变成一种被

动的、 依赖性的后殖民存在。［２２］可以说， 被殖民主体自囿于帝国主义知识领域的樊篱之内， 按照帝国主

义的逻辑进行自我认知和诠释。 殖民主义者的知识被认定为真理， 而被殖民主体对自我的理解和书写

都建立在遵循此真理的基础之上。 在这个由暴力拼凑出来的知识领域中， “主人－仆从”的位置牢不可

破。 被殖民主体若想获得主体性， 首先要将自己塑造成为殖民主体设定的他者。［２３］

斯皮瓦克对于认知暴力是持批判态度的， 但她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暴力的不可避免性。 在翻译过

程中， 翻译者总是需要根据自己的经验， 对正在被翻译的原作进行一定的加工与处理。 这种翻译是暴

力的， 因为它肯定伴随着翻译者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忽略掉一些原作细节。 但翻译的暴力又事实上架

起了翻译者、 阅读者与原作之间理解的桥梁。 因此， 这种暴力是能动的。［５］６６斯皮瓦克对暴力的理解影

响了她对教育的把握。 教育也可以被看作是能动的暴力（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１７］８２“把被教育者认定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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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 将简·奥斯丁， 夏洛蒂·勃朗特等女性作家称为“阁楼上的疯女人”。
１９ 世纪， 文学创作并不被认为是女性的事业。 待在家里创作的女性作家因而常常被世人看作疯子。 她们必须对

她们所受的限制表现出默许的态度， 不管这种限制是多么令人窒息。 斯皮瓦克进一步对“阁楼上的疯女人”进行

了后殖民主义的重写。 “阁楼上的疯女人”更应该被理解为处于西方文明边缘或者处于西方文明之外的、 被剥脱

了权利的第三世界女性人物形象， 而不仅仅是那种位于第一世界的、 相对而言拥有更多特权的第一世界女主人

公。
正如赛义德在《报道伊斯兰》中告诫我们的一样， 报道他者（伊斯兰教）与遮蔽他者相伴而生。 报道者试图找寻

有关他者的“绝对真实”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ｔｒｕｔｈ）或者“完全真实的知识”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ｔｒｕ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但事实是有关他者的

话语必然受到报道者周遭政治经济与知识情境的感染。 他者常常成为替罪羔羊， 用来反映报道者对当下社会的

不满。 换言之， 他者的真实性与观察他者的人息息相关。 或许我们必须制造出一个他者。 他者的愚昧与野蛮反

衬出自我的智慧与文明； 他者的凶残与邪恶映照出自我的仁慈与善良。



待于教育者来使之主体化的非主体”这是一种暴力， “把被教育者想象成为与我具有统一性的主体”同样

是一种暴力， “把被教育者理解为与我异质的他者”仍然是一种暴力。 也正是因为暴力在教育中始终在

场， 对其进行在自觉程度上的运用才显得尤为重要。 暴力并不能够被消解， 因为总是存在对庶民的描

绘。 它只能被降低与防范。 而“把庶民设定为一个主体”表面上是尊重庶民， 但根本上依然没有注意到

暴力的不可避免性。 其最坏的结果是在暴力由表面转向深层的同时， 庶民被援助者以为已经消解了的、
潜藏在暗处的暴力形塑了。

反对认知暴力却又有可能形成新的认知暴力， 教育援助的吊诡性与困难性正在于此。 从这个意义

上说， 被援助者可以被称为“脆弱的庶民”。 教育援助中事实上存在着援助者对被援助者的代表， 即援

助者代替被援助者诉说。 庶民自己无法代表自己， 而是需要援助者来替自己发言。 这里的代表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具有两方面的内涵。［１３］２５６－２５７一方面， 代表意味着被援助者把自己一部分的权利交付给援

助者来行使。 被援助者拥有诉说自己需要与诉求的权利， 但由于其发言能力尚待提高， 因而这一权利

暂时由拥有能力述说的援助者来行使。 另一方面， 代表意味着被援助者的肖像要由援助者来绘画。 现

在的被援助者像是教育的起点， 未来的被援助者像是教育的终点。 但被援助者无法完成对自己的描写，
因而需要援助者来表述其特征。 不过问题就在于此。 由于援助者与被援助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 很有

可能援助者自以为得意的对被援助者的描述， 反而消解了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援助者的痕迹， 使其成为

真正无法言说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与怀有善意的代表者一样， 教育援助者也在历史与现实中抹去

被援助者的痕迹， 使他们陷于沉默不语的状态。
有鉴于此， 斯皮瓦克在这里所倡导的并不是庶民的“主体化” （使庶民成为像“我”一样拥有主体性

的存在）。 因为这样的“主体化”， 事实上蕴含着基于同一性原理的近代解放逻辑。 它以普遍人权为根

据。［８］１４－１５在这种逻辑下， 援助者成为单方面的解放者， 被援助者是等待着援助者到来的与“我”一致的

受益者， 而援助行为则反映出一种始终由援助者掌握的普遍话语的推广与胜利。 但这种西方式的援助

是带有殖民色彩的。 它虽然强调了一方对另一方善意的给予， 也尊重所谓的普遍的主体性， 但正是在

这一过程中， 庶民在精神与肉体上被规训成为预先被援助者设定的主体。
与之相反， 教育援助的核心任务应该被界定为“主体效果的生成”， 即在援助者充分认知自己与被

援助者的、 被各种社会结构书写的“主体效果”的基础上， 帮助作为庶民的被援助者表现出创造、 选择、
决断、 发言等进入公共空间的效果。 考虑到“说”与“听”、 “写”与“读”关系中主导权掌握在“听”与

“读”这一侧， 这种帮助包含着对援助者的要求， 那就是援助者必须自觉其拥有的认知暴力。

四、 结语

作为一个漂浮的能指， “庶民”这一用语是斯皮瓦克的“教育哲学”中最关键的概念。 它不但直接产

生了教育援助的实践难题， 而且也为难题的应对提供了方向。 正如莫顿（Ｍｏｒｔｏｎ Ｓ．）所言， 斯皮瓦克的

庶民原是葛兰西用以代指中下层士兵的用语， 后被印度庶民学派所借用。［９］４８但与庶民学派将庶民界定

为一个有边界的群体不同， 斯皮瓦克尝试的是通过特意将其变得语义模糊而将“庶民”这一概念哲学化。
从特征上看， 庶民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 庶民具有历史性。 庶民之所以成为庶民是有其历史缘由的。
从时间维度上讲， 庶民的形成只有在历史中才能显示出其具体性， 也只有借助于历史的追踪才能显现

出其特殊性。 第二， 庶民具有比较性。 庶民不存在所谓的本质属性， 其特征只能通过与其他事物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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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才能得到廓清。 在差异的比较中， 庶民的不同之处获得彰显。 第三， 庶民具有不可滥用性。 在“庶
民”这一用语的使用上， 斯皮瓦克特别强调的是不能将其泛化为普遍适用的概念。 作为一个词语， “庶
民”的不规范使用会掩盖其本有的批判性。 第四， 庶民具有脆弱性。 作为易受话语污染的脆弱存在、 不

可经验的绝对他者， 庶民的现身借助于观察者的凝视。 而在历史与社会的共同作用下， 庶民被一定的

标准划归为边缘， 并在各种话语的竞赛场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从“主体效果”这一视角出发， 被援助者作为被书写的文本， 正在被援助者重新书写。① 为了受环

境障碍、 历史障碍、 话语障碍这类“状态脆弱性”影响的庶民能够摆脱庶民状态， 援助者有必要为其提

供旨在“改变庶民当下效果， 使其体现出主体般效果”的教育援助。 因此， 教育援助应该被理解为对庶

民进行改写的活动。 它通过改写庶民这一文本， 而使其表现出不同于既有社会构造规训下的“主体效

果”。 历史的关系、 经济的关系、 政治的关系、 性的关系、 心理的关系在庶民受教育的过程中被一同改

变。 换言之， 摆脱庶民状态的庶民成为一个自我选择、 自我决断的实质主体。
但是， 教育援助作为一种对庶民进行改写的活动， 极容易受“关系脆弱性”的影响。 援助者作为事

实上有能力改写被援助者的行为主体， 掌控着有关教育援助的一切解释权与决定权。 在听说关系中，
被援助者的言说要被援助者代为表述。 援助者被认为是被援助者的倾听者， 但倾听本身并不能保证被

援助者言说的有效传达。 正如斯皮瓦克已经揭示出的那样， 无论倾听者承认与否， 他依然很难意识到

他的行为正在受到自己立场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将进一步演绎出复杂的认知暴力。
援助者是被援助者知识的生产者， 掌控着关于被援助者言说的解释权。 被援助者则被援助者视为

需要被启蒙的、 名义上的“主体”。 虽然援助者将被援助者设定为“主体”， 但这里的“主体”只是一个为

援助者的教育援助提供正当性的名词。 它忽视了主体必须被理解为正在被书写的文本这一点。 或者说，
这里的“主体”只是理解为由援助者提供的信息的主体， 而不是创造有关于自身话语的主体。 被援助者

虽然被冠以“主体”之名， 但对“主体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由援助者给出。 援助者首先认定庶民是

“主体”， 然后又设定这一“主体”将达成的形象。 教育援助的目的就是使被认为是“主体”的被援助者成

为符合援助者设定形象的“主体”。 在此， “主体”只是一个试图隐藏援助者与被援助者不对称关系的带

有欺骗性的借口。
总之， 将反映不出“主体效果”的主体认定为“主体”是一种不被允许的暴力。 无论援助者如何强调

被援助者是“主体”， 教育援助活动始终是对庶民这一文本的改写。 不恰当的教育援助反映出认知暴力，
其结果是被援助者的趋同化与依赖关系的固定化。 援助者有可能正在以“主体”之名肆意地改造被援助

者的认知。 当然， 这里也自然地产生了一对矛盾。 一方面， 由于生活水平与知识水平有高有低， 作为

教育者的援助者确实有责任参与作为受教育者的被援助者的认知发展过程； 另一方面， 教育者与受教

育者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导致教育援助中潜藏着根本的结构性暴力， 它随时准备无视被教育者的差

·０４·

斯皮瓦克的招待： 教育援助中庶民的双重脆弱及其改写

① 乔尔·哈林顿的《忠实的刽子手》通过对 １７ 世纪柏林刽子手尤里乌斯克劳茨日记及其相关档案的重新阅读， 描

绘出了与普遍存在于流行小说里的冷酷暴徒的刽子手形象截然不同的尤里乌斯克劳茨。 科林·伍达德的《海盗

共和国》也通过对 ４ 位海盗人物生平的深入描述，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１７ 世纪末 １８ 世纪初的海盗形象。
与由政府支持的私掠者（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ｒ）不同， 海盗不只是参与犯罪行为， 还从事几乎等同于社会与政治反抗的活动。
他们是水手、 契约佣工（ ｉｎｄｅｎｔｕｒｅｄ ｓｅｒｖａｎｔ）、 反抗压迫者的逃跑奴隶、 美洲与西印度群岛大型奴隶农场的独裁

者。 这些都是对文本的重新阅读与书写。 为了从历史中描绘刽子手与海盗的肖像， 研究者不得不在翻阅大量参

考文献与学习外国语言等方面付出辛苦的劳力。 阅读与书写的困难性可想而知。



异性， 将其同化为与我类似的存在。 前者反映出教育援助的必然性， 后者意味着教育援助的暴力性，
而此时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教育援助不可能完全剔除暴力， 所以与其不承认暴力的

存在， 不如怀着拥有暴力的自觉进行教育援助。 有鉴于此， 斯皮瓦克提出了以下问题： 教育援助者怎

样才能正当且能动地使用暴力？ 这可以说是斯皮瓦克的“教育哲学”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 也是笔者将

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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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ＡＮ Ｆｅｉ）

Ｊａｐａ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ｓ ｔｏ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ｉ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ＨＥ Ｙｏｎｇｘｕａｎ ＆ ＭＡ Ｚａｏｍｉｎｇ ＆ ＺＨＵＯ Ｚｅ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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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ｉ． 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ｉｄ， ａｉｄ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ｉｄ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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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ｏｐ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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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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